
六  明清时期的邮驿 

  

1“龙场九驿” 

  

朱元璋在 1368 年建立了明朝，在他称帝的第 22 天就下令整顿和恢复全国的

驿站。第二年，他又颁诏，把元朝的“站”一律改称为“驿”，还有全国 230

多处不雅的驿名改得更为雅致。与此同时，朱元璋还大力从事边疆地区的邮驿设

施的建设。 

在明朝边疆邮驿的发展中，有一个历史上十分有名的奢香夫人的故事。奢香

是一位深明大义的贵州彝族的女首领，她的事迹现在已在我国电视屏幕上与群众

见面。明太祖朱元璋时候，贵州土司霭翠接受明朝的领导。10 年后霭翠去世，

他的妻子奢香继续掌管彝族部落。明政府派去的都督马烨专横跋扈，有意侮辱奢

香，还肆意凌辱和压迫彝族人民。奢香的部下义愤填膺，都劝她起兵反抗。奢香

却忍辱负重，让她的知心朋友另一个彝族首领刘氏夫人奔赴京师，向朱元璋报告

了马烨的罪行。朱元璋把奢香召进京师，对她说：我可以给你们除掉作威作福的

马烨，但你们打算怎样报答朝廷呢？奢香回答说：愿率领子女，世世代代不叛明

朝。朱元璋说：这是当然的义务，不能算做报答。还有什么打算呢？奢香又回答

说：从贵州往东北有一条小路可通四川，现已梗塞不通，我愿出钱出人，开山辟

岭，修成驿道，以此来报答皇上的恩典。朱元璋对此大为赞赏，立即把马烨捉拿

至京，依罪处斩。奢香回贵州后立即组织人力，开始修路。一共修了 560 多里山

路，建立了九驿。因为第一站在贵阳西北万山丛中的龙场，因此总称为“龙场九

驿”。从此，从明政府的腹地，可以由宽敞的驿道直达云贵边疆，沟通了中原和

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这是我国民族团结史上的一段佳话，也是我国邮驿发

展史上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明朝人吴国纶有《奢香驿诗》专门歌颂奢香夫人

说：“我闻水西奢香氏，奉诏曾谒高皇宫。承恩一诺九驿通，凿山穿木开蒙茸，

至今承平二百载，牂牁[zāng kē赃苛]僰[bó勃]道犹同风。”蒙茸是丛山峻岭的

意思，牂牁、僰道都是云贵地区的地名，说明这些地区经济文化也赶上了中原，

民风相同了。 

除西南云贵地区外，朱元璋在我国东北、北部和西北边疆地区，都开辟了驿

道，设置了驿站，使中央和边疆地区的联系大大加强。明初在东起鸭绿江，西至

嘉峪关先后设置了 9个军事重镇，号称“九边”。沿边 8000 多里地方，都设置

了驿所，互通信息。朱元璋的儿子朱棣（明成祖）时候，又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

流域，设置了奴尔干都司，建立了 45 处驿站，有效地管理了这一地区的行政事

务。 

明朝为了加强对东北边疆的统治，在辽东地区广设驿站。以辽阳为中心，辐

射有四条驿道干线：一条南行至旅顺口，途设十二个站；一条西南行到山海关，



途有十七个驿站；一条北往开原，计五站；另一条东南行抵九连城，共七站。在

各驿站俱设驿兵、轿夫、船车、马驴等。在辽东都司管辖下，明政府还设有“夷

人馆”、“朝鲜馆”，专管少数民族驿务。值得指出的是，明成祖永乐年间，派

太监亦失哈在奴尔干地区设立了水陆联运驿路。明初，东北黑龙江流域海西女真、

建州女真、野人女真酋长“悉境来附”，明政府皆给予印信，在那里建立了奴尔

干、建州等九卫。为经营奴尔干地区，明政府在该地区除设立驿站外，又在吉林

开设船厂，辟有水运驿道。从辽阳出发，溯辽河而上至开原，经陆驿达松花江，

再由松花江乘水驿船至奴尔干。这条水陆联运驿路共设官兵 3000 人，每年供军

粮两万多石，途经虎皮驿、沈阳驿、银州驿、开原驿等，是一条明政府联络东北

广大地区的通道。 

明朝在西藏地区加强了驿道建设。西藏在元朝时仍称吐蕃，元政府早在那里

设置了驿站，据《经世大典》记载，元时藏区共设大驿站 28 处，小站也约七八

处。那时西藏地区的宗教领袖和地方官员经常持玺书、驿券和官员文牒在驿道上

来往，有时“遣使驰驿不下百余匹”（《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明朝时西

藏称乌斯藏。为加强汉藏地区的联系，明政府多次下令恢复和修建西藏通内地的

驿路和驿站。成祖永乐五年（公元 1407 年），明政府曾命令藏区的阐化王、护

教王、赞普王和国师率川藏诸族合力恢复驿站，开辟了雅州乌斯藏的驿路。这是

一条继甘藏驿路后又一条从内地到乌斯藏的新驿路。这条驿路交通方便，沿途衣

食供给十分丰厚，既保证了明政府对乌斯藏地区诏书、旨令、文书的畅达，也便

利了西藏对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明朝在东南海疆也设立了对外经济往来的驿所。明成祖永乐年间（公元 1403

—1424 年），在广东设怀远驿，福建设来远驿，浙江设安远驿，专门负责接待

外国使臣和商人。 

2“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 

  

朱元璋鉴于元朝驿站混乱的教训，一开始就用严法对某些特权者进行了限

制。他明白规定：“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昭代王章》），意即不是国家与

军事大事，一律不许滥用驿马或动用驿站的邮递设施。在朱元璋做皇帝的第 26

年，亦即 1393 年，颁布了《应合给驿条例》，规定加上附加条件共 12 条，限定

了符合用驿马驿船条件的人员，其他人一律不得“擅自乘驿传船马”，违者重罚。 

但尽管朱元璋如此严格地规定，却仍有人明知故犯。这些人一般都自以为有

坚实的靠山，不把政府的法规放在眼里。有的人无理鞭打驿夫，也有人不持驿牌

强行驰驿，多索车马。有一个曾经是开国功臣封为吉安侯爵的陆仲亨，从陕西返

京，就不顾王法，擅乘驿传。朱元璋为此龙颜大怒，斥责陆仲亨说：中原历经战

患，人民刚刚过上安定生活，驿户好不容易买上马，生活还十分艰苦。都像你这

样所作所为，百姓即使卖儿卖女，也不能满足奢望的啊！陆仲亨因此不再被重用，

后来他因谋叛罪被杀。 



朱元璋还因违犯驿规罪重罚了两个女婿。一个是驸马郭镇。他从辽东出差回

来，违章私带了三杠榛子，沿途擅用驿夫运送。朱元璋得知此事，立命郭镇如数

补上私用驿夫的报酬银两，并同时敕命在山海关沿线各关驿站，张贴榜文，规定

以后再不许有利用官驿私带货物的现象发生，不然一律治罪。另一个是驸马都尉

欧阳伦，他多次违禁利用驿递走私茶叶，其家奴尤为横暴，强迫驿站车辆为其运

货，还随意谩骂殴打执法人员。朱元璋知道了这件事，十分震怒，把欧阳伦赐死，

他的家奴一并处以死刑。 

这几件事对整治驿站，起了很大作用。从此，明朝邮驿井井有条。“驿递清

乐，而里甲不扰”（顾祖禹《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六十一）。邮驿发展了，国家

财政年年有余。 

 

3“会同馆”和“递运所”制度 

  

明朝的法律大典《明会典》记载说：“自京师达于四方设有驿传，在京曰会

同馆，在外曰水马驿并递运所。”这条记载说明，明朝的“会同馆”，是当时设

在首都北京的全国驿站的总枢纽。 

会同馆有两种职能，一是起邮驿传递书信的作用；另一还同时起着国家级的

高级招待所的作用，这里可以供外国使节和王府公差及高级官员食宿。有时还由

政府在这里举行国宴，招待来自邻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进贡人员。 

会同馆的马和马夫都有定额，一般设馆夫 400 名，马 171 匹，驴 173 头。有

时人员不够用，则临时又从民间抽调服务人员。比如，在明正统帝时，西藏来了

344 位进京的僧俗人员。北京会同馆人手不够，便又从外面雇用了一些市民。 

明朝地方馆驿，有些负责接待中外客人。有一篇《改建芜湖县馆驿记》记载

说：芜湖为海外东南诸国赴京必经之地，为“天下要冲也，故有馆驿”。东南各

国客使必先在芜湖驿暂住后，才“易以官舟”北上。江苏的苏州，也是东南一大

交通城市。明代姑苏驿站很为讲究，建有亭、馆、楼、台等，其大门石柱中有

20 个大字的楹联：“客到烹茶旅客权当东道，悬灯得月邮亭远映胥江”。这副

对联反映了我国明代驿站的服务情景。 

明朝的北方驿路沿线，也建有不少华丽馆舍，有一些规格很高，很讲艺术，

简直是一处高级的园林景区。河北省永年县明时称为广平府，万历年间当地知府

为接待各地“驻节”之宾，在府城东建了一所“莲池胜地”馆舍，据记载，有正

堂五间，耳房三间，还有水池一方，浮桥、画亭、台阁多处，名称雅致，称为“观

莲坊”、“得月台”、“荷花馆”、“天开画”等等（《广平府志》）。但是，

就普遍情况来讲，明朝尤其到中后期，北方驿馆大都是较简陋的。《宛署杂记》

记载，当时北京西南的卢沟桥旁的宛平县境的驿铺馆舍，就残破不堪。因多年失



修，墙倒屋塌，铺兵都无处居住，只好在旁边租屋暂住。有邮书来到，招呼良久，

才能发出。 

水马驿和递运所，都是指各地的驿站和运输机构。水马驿同于宋元时期的

“驿”和“站赤”。顾名思义，水马驿包括水驿和马驿两种，一用于河驿，一用

于陆上文书的送递。明朝时一般 60 里或 80 里置一驿，每驿备有马 30 或 80 匹不

等，小站则有少至 5到 10 匹马的。水驿则备船。明朝基本和元朝一样，“常事

入递，重事给驿”，即平常的文书交给步行的递铺，重要和紧急的文书才交给马

驿办理。递运所是在一般的递和驿之外，明朝专门运送军需物资和上贡物品的运

输机构。这种机构也分陆运和水运两种。始设于明初洪武年间（公元 1368—1398

年）。递运所的设置，是明代运输的一大进步，使货物运输有了专门的机构。递

运所有专门负责的官员，设大使、副使各一人，另还设有百夫长。运输任务陆驿

由军卒承担，水路则有各地船户负责。这种递运运输，基本上采取定点、定线，

兼以接力的方法。这种专职的递运业务，把陆路运输和海、河运输很好地组织起

来。可惜的是，明代递运所制度未能坚持，在弘治年间全国曾达到 324 处，而到

万历年间便剧减至 100 多处，逐渐消亡了。明朝水运中还实行过一种“马快船”

的制度。这是一种快速从水上运输贡物的船只。这种船，在河上运输时，“撑夫

挽卒，昼夜喧呼。南北往来，道路如织”（《明经世文编》），十分热闹。 

4 张居正的驿传改革 

  

张居正是明朝中后期有名的改革家。他对赋税、吏治等方面的改革，对我国

封建社会后期历史有重大影响。在驿传方面，他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明朝自正德、嘉靖以后，政治日益腐败，邮驿制度也产生许多弊端。 高统

治层利用邮驿，大肆挥霍。正德年间，发生了多起太监到各地驿站勒索驿银、捆

打驿官的事件。司礼太监刘允借奉命去西藏迎接活佛之机，在沿途水驿大肆挥霍。

在成都驿，日支驿粮百石，蔬菜银 100 两；在这里置备入藏物料，竟用银高达

13 万两。正德皇帝下江南游耍，所费更巨。他命令沿途驿站准备美女，以备皇

帝来时随时寻欢作乐。这一次仅水路驿站所用人夫即达数十万，严重地骚扰了人

民的生活，妨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驿站承受不了这样沉重的负担，许多驿官都

逃亡在外，驿务多废。 

在这种情况下，明朝一些官吏主张对邮驿进行改革，先后主张改革驿务者有

著名清官海瑞、吏部尚书吴鹏和张居正，其中以张居正的驿传改革成效 大。张

居正改革，是我国邮驿史上的一件大事。 

张居正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宰相，他的邮驿改革是从限制官员的驰驿特权入手

的，提出了六条对官员的限制。比如，规定非公务任何官员不得侵扰邮驿；过往

驿站的官员只许按国家规定的级别供应食宿，不许越格提出奢侈的要求；除邮驿

供应外，任何官员不许擅派普通民户服役；还规定政府官员凡非公务而是到离任

或请事假等旅途费用，一律不得由驿站负担，不得动用驿递的交通工具；等等。



这些改革，大大降低了邮驿的经费开支，也就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据统计，经过

整顿后，全国共省减邮驿经费 1/3 左右。 

在改革中，张居正严格要求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从自己的身边做起。他的儿

子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不用官府邮驿，而是出钱自己雇车。张居正的父亲过生

日，他也不动用驿车驿马，而是让仆人背着行李，自己骑毛驴回乡祝寿。张居正

对那些违反条例的官员，绝不手软。有一个甘肃巡抚的儿子擅自驰驿，被他革去

官荫。这一处分使得朝野上下很为震动，许多官员不敢再为非作歹了。张居正的

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小民欢呼歌诵”。但是，明朝政府已经腐朽得不可救

药，一两个张居正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死后，生前的一些改革措施就全

被废除了，明代邮驿又重新陷入混乱状态中。 

5“民信局”的兴起 

  

在明朝的邮驿事务中，有一件新兴事物是必需大书特书的，这就是“民信局”

的兴起。所谓“民信”，当然是指民间自发经营的通信组织。 

专家们认为，我国民间经营的通信组织是从明朝永乐年间兴起的。那时由于

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少大商人间需要一种业务上的联络，更重要的是货物的集散

和资金的汇兑，都需要有一种联营的组织来承担。这便是“民信局”得以产生的

历史背景。 

对民信局从哪里兴起，学术界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这种联合经营机构

初是从四川兴起的。明朝永乐年间，四川居住着一批湖北麻城、孝感地区的移民。

他们长年在外，思念故乡，于是自发组织了同乡协会。每年约集同乡，举行一次

集会，在会上推选出代表，返回家乡探望一次。届时，移民们多托代表给家乡带

去问好的信件，并托他捎带家乡特产回来。久而久之，建立了固定组织，俗称为

“麻城约”。麻城约多以运带货物为主，同时捎带书信。这就是我国民办的第一

个通信组织。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我国民信局 早是从浙江绍兴、宁波等沿海地

区兴起的。明代官场多用绍兴人当幕僚，俗称“绍兴师爷”。他们分散在各省督

抚巡按衙门中，联系广泛，成为帮派。互相之间经常有书信往来，函件相对较多。

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初期的民信机构。宁波是绍兴出海的口岸，通信的枢纽，所

以也就成为 初民营通信机构的据点。再则，宁波经商的人很多，他们也需要一

个经常的信息交流和货物集散的机构，民信组织就应运而生。 

以后这种组织在各地扩展开来，不限于湖北麻城在四川的移民，也不限于浙

江绍兴、宁波。 

清朝时候，上海、宁波等地开始把这种组织称为“民信局”，递转民间的信

件，成为业务的一项重要内容。清朝中叶以后，民信局大大发展，达到 盛期。

不仅遍及国内各大商埠，还把业务扩大到东南亚、澳大利亚、檀香山等华侨聚居



地带。在东南亚一带，民信局又称“侨批局”，仅新加坡一地，清朝末年时侨批

局就达 49 家之多。有些侨批局，甚至一直活动到本世纪 40 年代。 

6 清代“邮”、“驿”的合并 

  

1644 年，李自成起义军推翻了明朝的统治。同年，清兵入关，建立了清王

朝。清代邮驿制度经历了重要改革，其 大的特点是“邮”和“驿”的合并。 

在清朝以前，虽说在某些文书上常常“邮驿”合称，但实际上邮和驿是两种

职能不相同的组织机构。从汉唐以来，一直是：“邮”负责传递公文，是一种通

信组织，也称为“递”，或称为“传”；而“驿”，实际上是只负责提供各种交

通和通信工具，而兼有招待所的性质。二者互为补充，但毕竟是两套组织系统。

清朝时候，这两种组织融为一体了。驿站从间接地为通信使者服务，而变成直接

办理通信事务的机构。这样，实质上通信系统比先前简化了，大大提高了工作效

率。 

清朝驿务的管理，归于中央兵部，专设一车驾司，任命官员七人，主管全国

驿道驿站。同时又在皇宫东华门附近设两个专门机构，由满汉两大臣会同管理京

师和各地驿务联系，下有马馆，专管驿夫驿马，又设捷报处，收发来往公文和军

事情报。 

据记载，清朝通信的时限达到了历史上 快的速度。以前，一昼夜 多跑

400 里、500 里，清朝的马递传送公文， 快可达一昼夜 600 至 800 里。康熙年

间平定吴三桂三藩叛乱，从大西南到京师送军事情报，路程达 5000 余里，快马

通信只需九天即可到。与此同时，康熙派施琅收复台湾，从福建报捷到京师，路

程 4800 多里，也是九天内消息便可递到。 

清朝驿站比明朝更为普遍，尤其在一些边远的县级地区，新设了“县递”。

这种邮递在县间通信，弥补了干线驿站的不足。县递不是正规的驿站，但备有号

为“递马”的通信马匹，起着驿站的作用，因为有县递的补充，清朝全国邮驿事

业比前大大方便了。到光绪时，仅山东一个省，就有包括县递在内的正规和非正

规的大小驿站 139 处。 

雍正朝建立了军机处以后，清朝邮驿事业更有新的发展。军机处可以直接向

下发放皇帝的上谕或诏令。有时候，这些上谕可以不经外廷内阁处理，由军机处

直接交给兵部的捷报处发给驿站向下驰递。这些重要文书上面常常书有“马上飞

递”的字样，表明其为急递文书。有的要求时限更紧，直接写上“六百里加紧”，

甚至有要求“飞折八百里驿递”者，即要求以每日 600 里、800 里的速度抵达。

这样的方式，既能保密又可以高效，说明邮驿又向前发展了一步。 

清朝前期的皇帝，一般都是励精图治的。他们密切注意着边疆战事的发展，

也十分关心邮驿的效能。有的时候，皇帝经常为了等驿报而通宵不眠。清代史学



家赵翼在《平定准噶尔附论》中，曾叙述到乾隆勤政的情景。说他每夜都要等前

方的军报，不管什么时候来，都命周围的人立刻叫醒他。当通知的有关大臣奉旨

来到时，他早已看完了公文，准备拟诏指示了。有时为了拟写一份递往前方的公

文诏令，前后工作达几个小时。若前方有一两天不来军报，乾隆就坐立不安，夜

不成寐。从北京到准噶尔前线，不啻万里之遥，来往文书需要一月有余，乾隆常

常要预见到数月以后的形势，作出决定。 

可以肯定，假若那时没有发达的邮驿设施，清朝皇帝们若要及时了解前方军

情，进行适时的决断，对前方战局实行有效的遥控，几乎是不可能的。 

7 清朝边疆邮驿的开辟 

  

清朝时候，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清政府在东北、北部、西

北和西南边疆地区，开辟了许多新的驿道，新设了若干邮驿机构。这些机构，随

地区而名称不同，大部分称“驿”，军用称“站”，新疆、甘肃地区称为“塘”，

北方蒙古地区称为“台”，甘肃一部分地区又称为“所”等。清朝统治者根据边

疆各地的不同情况，继承以往各代边驿的优点，在全国建成稠密的通信邮驿网。

清朝人钟奇说：“我朝边围驿站之政，到高宗而集其大成。”高宗就是乾隆。意

思是乾隆时我国邮驿事业达到了古代的高峰。 

那时候，东北地区邮驿发展 快。此地是清朝统治民族满族的发源地，又是

对付沙俄侵略的前哨。清朝历代帝王特别重视当地的邮驿建设。康熙帝曾说：“此

乃创立驿站之地，关系重要。”他在位时，在黑龙江省共设驿站 20 个，雍正时

又增设 10 站。黑龙江通往北京的直达驿道共有五条，各从齐齐哈尔、瑷珲、珠

克特依草地为起点，都长达 3000 里左右。从齐齐哈尔直通京师的驿道，俗称“大

站路”，又称“御道”，是专门用作为皇帝进贡的道路，也是官府奉公驰驿专用

的道路。雅克萨之战后，清军在黑龙江留下一条用作运输军需的大驿道，到光绪

年间，重新开辟成去漠河采办金矿的大路，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黄金之路”。

清朝官吏李金镛顺着这条古驿道，亲自勘察路基。冒着寒风大雪，穿山越岭，跨

沟攀崖，终于开拓了这条驿道，开发了漠河金矿。清朝康熙时这条路上原有驿站

25 个，李金镛时又增设 33 个，后来达到 36 处。至今这些站的地名尚在当地遗

存。人们可以看到当初的驿道遗迹和这条“黄金之路”上的古驿遗址。 

沈阳是清朝的故都，后称盛京。盛京将军属下所设驿道，以盛京为中心，西

至山海关共有驿站 13 个，东至兴京（在今辽宁新宾西）有四站，南至朝鲜有七

站，东北至宁古塔有三站。总计全境驿站 29 处。吉林将军属下也有驿站若干。

这样，东北地区形成一个相当广大的交通网。 

因为情况特殊，清朝时东北邮驿归属是和其他地区不同的。各省驿站归厅、

州、县管理，而盛京地区则由驿丞统管，下设正、副监督二员，统于盛京兵部。 



青海地区在清朝统治时期，邮驿也有很大发展。到乾隆时，已建成五条主要

驿道，全青海共有驿站 24 个，递运所三个，驿夫所夫共 480 余名，驿马 592 匹。 

清初，为了平定准噶尔叛乱，康熙也加紧在蒙古地区建立驿道和驿站。在那

里先后建置了 47 个驿站，分布在喜峰口、张家口、古北口、杀虎口外。康熙对

此有专门的指示：“今设立驿站，虽费用国帑，日后于蒙古裨益良多，亦不致迟

延误事， 为紧要。”在漠北蒙古地区，清政府又分设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两个

地区专理机构。乌里雅苏台设将军，驿务一律由军台管理。科布多设参赞大臣，

邮驿也归军台管理。科布多共有 20 个驿台，乌里雅苏台共设 43 个驿台。在沟通

中央和蒙古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方面，这些驿站驿台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康熙、乾隆两朝在新疆地区也设立了邮驿机构。开始，为了平定准噶尔战争

中的军粮运输，康熙在从嘉峪关到哈密沿线设立了 12 个驿台，以后陆续向西不

断推进。到乾隆时，共有驿台 125 处。此外尚有一部分邮驿机构称为“营塘”。

从巴里坤到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到阿克苏，阿克苏到乌什，从叶尔羌到和田，从

精河至哈密，总计驿台和营塘达到 285 个，由总管新疆的伊犁将军总稽查。 

清朝在西藏的邮驿机构称做“塘”，全藏共有近 70 个。塘马共为 300 多匹。 

清朝在西南边疆地区，大力发展邮驿事业。到乾隆时，贵州境内驿站达到

23 个，主要为递送政府公文及运输军粮。此后驿道不断改进，客观上也便利了

商旅的交往。雍正时还在贵州开辟了许多山区驿道，如从黄丝驿至杨老驿，原来

道路崎岖，十分难行，后来改道而行，既道途“坦易”，又“无岚障之虞”，大

大方便了行人（《小方壶舆地丛钞》）。这样，清朝凭借这一邮驿系统，可以及

时得到各地的信息，对各边疆地区进行着有效的控制。 

8 旧式邮驿的衰败 

  

清朝中叶以后，封建社会进入了总崩溃期。随着封建制度发展的旧式邮驿，

自然也出现了许多无法弥补的弊端。尤其是生活在封建驿政下的劳苦大众，在水

深火热中受到煎熬。康熙时有一位诗人，描写当时驿夫的悲惨生活说：“奔疲面

目黑，负背形神枯，水深泥没踝，衣破肩无肤，苦情不敢说，欲语先呜呜”（秦

松龄《点夫行》）。如果是被迫抓来当水驿挽船的纤夫，则处境更为悲惨。有一

位诗人梁清标写的《挽船行》的诗描写说：“穷民袒臂身无粮，挽船数日犹空肠。

霜飚烈日任吹炙，皮穿骨折委道旁。前船夫多死，后船夫又续。眼见骨肉离，安

能辞楚毒？呼天不敢祈生还，但愿将身葬鱼腹！可怜河畔风凄凄，中夜磷飞新鬼

哭。” 

如此恶劣条件下服役的驿夫，自然不可能有劳动的积极性，服役人员纷纷逃

走。河北武清县东北，有一个河西驿，地处京东水路通衢，一直是各朝漕运的咽

喉。清初时候，这里的邮务很发达，有役夫 152 名，驿马 33 匹。但到清晚期的

光绪年间，这里驿务萧条，只剩下役夫 30 名，驿马 24 匹。当时有一位兼管驿务



的下层官吏，曾写了一部《河西驿日记》。在他的笔下，河西驿成为一个残破不

堪的机构：破烂的房屋，即将倒塌的马棚，老弱待毙的病马，饥寒交迫的驿夫，

构成一幅凄凉的图画，在河西驿上，还有不法的官吏，不断进行勒索，造成文报

迟延，通信阻塞，邮务不能正常进行。这样的驿站，当然不能担负起邮驿通信的

重责，而成为社会的赘疣，没有必要再存在下去了。 

所以，有识的革新之士，早就提出取消这种过时的传统驿站，晚清著名思想

家冯桂芬，专门写了一篇《裁驿站议》。他深刻揭露了清政府邮驿的流弊，指出

有一名道员以往来贺节贺寿为名，竟用了 500 里排单，大大浪费人力物力。冯桂

芬大声疾呼：“国家以有限之帑项，既饱县官私囊，复递无足轻重之例信，亦何

贵此驿站为乎？”他认为应当下决心取消驿站，改设近代邮政。既利于官，又便

于民。不仅可以省去国家每年 300 万元的开支，而且可借邮政收入数百万之盈余。

一时，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纷纷撰文，论述旧式邮驿之不便、

新式交通通信设备之必须。在形势的逼迫下，清政府于 1896 年始办新式邮政，

驿站逐渐被代替。到辛亥革命后的 1913 年，北洋政府终于宣布将驿站全部撤销。

古老的中国，在邮驿制度上，经历了一次实质性的大变革。新式的邮政时代开始

了。 

 


